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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真相”诉诸情感而忽略客观事实的特点带来了媒介功能的变化。“后真相”时代网络信任异化，媒介信

息真伪难辨，媒介和社会面临诸多危机和挑战。媒介作为制造者从而具有了述行性，并通过制造情感来行事，建

立了新的媒介尺度，也因此形成了新的大众群体，并开启了“后真相”时代。为应对“后真相”时代的情感膨胀

和真相危机，需要运用新的媒介策略。这些策略包括增强大众的理性阅读能力，完善媒介监督管理机制，提升大

众媒介素养并建立新的信任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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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从形式上催生了以数

据资料的撷取、处理和整理为核心的大数据时代的到

来，更从内容上引发了“后真相”时代的到来。英国

脱欧和特朗普当选这两大政治事件将“后真相”带入

大众和研究者的视野。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

列入 2016 年年度热词，这既是对时下政治现象的概念

化总结，也是对当代媒介发展状况的描摹；亦可作为

警钟，对大众媒介的真实性提出警示，并且表明媒介

作用不仅限于传播，其作为制造者亦可操纵人的行为。

于是媒介作为双刃剑，不仅对认识领域也对媒介和社

会文化领域提出了新的挑战。 

2016 年，一个名叫巴娜·阿拉贝德(Bana Alabed)

的 7 岁叙利亚女孩在个人社交媒介“推特”(Twitter)

上发布了大量的照片和视频来讲述战争中普通人的生

活和心理。轰炸后的残垣废墟和幼小孩子的鲜明对比

让人们无比关注这个女孩和她的生活境遇，而“我需

要和平”“世界你好，我们还活着。今早我们活着醒来

了”这样的文字也打动着人心，但随之质疑也开始出

现。这个在采访中无法用基本的英语交流的 7 岁女孩

何以能够在推文中使用复杂的词汇和语法？在战争轰

炸中，她何以能有稳定的网络信号支撑来发送数据量

较大的图文？随后记者探访发现这些推文所发出的地

方并不在叙利亚，小姑娘和这个故事只不过是被用来

刺激大众情感的工具。且不论这整个事件背后有着 

怎样的政治纠葛和目的，巴娜的故事鲜明地宣告着：

基于社交媒介的发展和活跃，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

真相”的时代。 

巴娜的故事绝不是个例。事实上，存在于社交媒

介上的很多新闻并不完全真实，甚至有些是被精心地

炮制出来的。在美国一个名为“韦莱斯”的小镇，那

里炮制假新闻的流程如同工厂的流水线，工作人员足

不出户就制造并传播出成千上万的新闻。如果说大数

据时代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那么“后真相”时代

如何认识和面对媒介信息，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后真相”时代的到来 

 

“后真相”即 Post –truth，在《牛津英语词典》

2016年的年度词汇中被定义为“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 ”，

即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

论的情况。对于传统媒介来说，真实、事实是最为基

本的要求，而在“后真相”的时代，真相已经不是传

播的重点，情感、情绪、信仰或者观点才是重要的。 

(一) “后真相”的概念与特征 

“后真相”的概念并非于 2016 年横空出世，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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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是作为政治概念来描述政治文化的。“后真相”最早

出现在 1992 年斯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撰写的剧

本《民族》中。他在剧本中写道：随着水门事件的真

相浮出，更多关于曾经被掩盖的伊朗叛军的丑闻和波

斯湾战争的报道渐渐流出。这些都表明：“我们作为自

由的人民，应该自由决定我们希望生活在后真相时代

中。”[1]2004 年，拉尔夫·凯伊斯出版了名为《后真相

时代》一书，认为这个时代存在着谎言和事实以及一

种介于二者之间的话语。2010 年，大卫·罗伯茨提出

了“后真相政治”的概念，意指一种几乎完全脱离政

策或法律的政治文化(大众观念和媒介叙事)。但这些

理论并未产生大范围的影响，直至英国脱欧和特朗普

当选美国总统后，牛津词典将其收录并作为年度热词，

“后真相”才开始进入大众生活和理论研究视野。 

“后真相”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是一个时间概念，

似乎可被解读为“真相”时代之后的阶段，如同“后

奥运时代”“后世博时代”指的是奥运会、世博会结束

之后所面临的场馆配套设施如何加以利用和价值再创

造的时代。但是这便引出了一个问题，即是否有一个

时代可以称得上是“真相时代”或者“前真相时代”？

显然这是不存在的，因为真相从来都是与谎言并存，

即便是印刷文本时代也很难保证文本信息即是真相。

与时间相关的还有另一种解释，即所谓“后真相”是

指真相来临的时间滞后，即新闻传播过程中需要经历

从谎言到真相的过程。比如英国脱欧前大量关于英国

向欧盟缴纳税款数字的报导，在脱欧后被证明是由脱

欧组织故意引导民众所编造的。民众先看到了数字的

谎言，后来才渐渐知道了真相。纵观近期类似的社会

事件都是以谎言开始，但是真相终究会到来，只是需

要过程。“真相滞后”确实能够描述“后真相”的一个

特征，但却并非其真实含义。 

从其英文词源来看，“post”作为前缀的命名方式

表明其不仅是局限于时间域上的概念，如“后现代主

义”“后资本主义社会”“后人类时代”等，还指向某

一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新的特点和特征来消

解原有的体系和规则，但却并未形成一个新的足以获

得命名的阶段，即是一个过渡阶段。“它的作用，从某

种意义上说，并不在于揭示出诸事件的本质，而在于

构筑抑或激发出一个主体群，他们面对类似事件，有

了共同的分析视域，那些目前诸多无法理解的‘事件’，

即一个脱离了既有的因果序列，因此不可捉摸的现象

激发我们产生新的解释系统。”[2]因此，“post”指向的

是消解，是对业已存在的规则、现象、精神的消解和

重构，正如“后现代主义”文化对“现代主义”文化

特征的消解一样，用大众文化的愉悦来消弭精英文化

的高雅和崇高，用非理性、碎片化、无中心来消解理

性主义。“后真相”用“情感”来消解“客观事实”，

其目的已经不是简单的传播真实，而是如何运用传播

的内容来激发人们的某种情感进而控制大众行为以实

现自身的目的。因此，“后真相”时代具有如下几个   

特征： 

第一，“情感”取代“事实”成为核心。在传统媒

介中，事实是信息的绝对核心，经由媒介所传播的内

容应是客观而理性的，应据实陈述、立场中立，因此

信息发布者在撰写文本时都应尽可能地挖掘事实、揭

露真相。然而在“后真相”时代，真实已不是目的，

“真相”的重要性被解构，如何操纵舆论走向、进而

控制大众行为成为信息发布者的首要目的。因此，所

撰写的文本的落脚点在于“情感”。大众已经不满足于

被动的被传达，而期待“在场”和参与，长期远离媒

介中心的大众经由自媒体拥有了在场的权利。另外，

现代社会对于经济利益的重视和追逐使个人臣服于经

济目的，绝大部分的自媒体热点事件都因与焦虑、无

能为力感、敌视和愤怒相关而得到了巨大的关注。快

节奏的生活、欲望和情感的压抑使得人们有大量的感

情需要宣泄，当时机到来时，借助无需承担责任的自

媒体平台，人们的情绪才能得以充分释放。 

第二，内容真伪难辨。传统媒介以“求真”作为

主要原则，然而“后真相”更重视舆论导向。新媒体

尤其是自媒体的火热拓宽了信息来源渠道，也加大了

辨别信息真假的难度。诉诸于“情感”的“后真相”

将焦点集中于感情而不是事实真相。比如《罗一笑，

你站住》一文，书写者用感人的父女情弱化了医疗费

的实际数额和家庭支付能力这样的事实信息。政治层

面的“后真相”更是如此。如果由政府或者别有用心

者借助权威媒体发声，那么其内容即便是伪造的也很

难被识破。英国脱欧公投前所发布的庞大的纳税数额

刺痛了英国民众的神经，进而推动了脱欧进程，尽管

这些数字后来被证明是伪造的。但是作为普通民众，

在“后真相”时代时刻面临着真伪难辨的窘境。 

第三，“后真相”是作为否定意义的存在。如同所

有的以“post-”命名的概念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否定性

一样，“后真相”不论在媒介文本中还是在学术研究视

域中都是否定性的存在。究其原因在于“后真相”颠

覆了以往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媒介规则，扰乱了传媒

秩序，并以猝不及防的姿态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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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这不仅危及媒体的信任度，也会引发群体性问

题。如果有不法分子深谙大众心理和“后真相”的情

感核心，以情感为纽带操纵大众的言行，那么其后果

将不堪设想。“后真相”时代将认知偏误、媒介监管、

大众的媒介素养以及大众的情感宣泄需求等问题都暴

露了出来。我们不仅需要从理论上对其进行认识分析

和纠正，更应以在实践层面上指引大众在社会生活中

以正确理性的方式应对“后真相”时代。 

(二) “后真相”时代存在的危机和挑战 

1. 网络信任异化 

“后真相”时代大量反转新闻的出现，使得大众

对于网络的信任出现异化。首先，这种异化表现在大

众对于信任对象的错位。基于自媒体的“后真相”时

代的信任主体本应是媒体，然而自媒体已经消解了传

统媒体的权威性，使其变得不可信任。而媒介所制造

的“情感”却成为了信任的对象，但是这种信任又在

新闻的反转中呈现出不可信任、不该信任的现象。如

在“罗一笑事件”中，大众出于对《罗一笑，你站住》

这篇文章的信任大量进行转载、捐款，然而却在随后

的反转新闻中发现事实并非如文章所描述的那样。整

个事件呈现了如下的过程：由相信媒体内容变为不相

信，由不相信医疗保障、社会福利变为相信，这无疑

是一种信任的异化。其次，信任焦虑。反转新闻几次

出现之后大众意识到“后真相”的存在，随之而来的

便是信任焦虑，无法确认是否该信任、该信任什么。这

种信任焦虑不仅影响到个人的自我身份认同，更对社会

群体价值判断造成负面影响，久而久之形成信任危机。 

2. 谣言传播迅速，影响范围极大 

自媒体作为“后真相”的主要载体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谣言的传播速度和范围。与传统媒介不同，自

媒体是一种节点共享的即时信息网络，它不依赖新闻

部门的新闻记者，不局限于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及权威

机构，不受时间、空间局限，身处其中的每一个节点

都可以成为信息源和传播者。另外，自媒体最为突出

的特征便是圈子化现象，每个节点都存在于若干个圈

子中，在圈子中信息可以即时共享，并通过圈子的交

集实现扩大传播，而这样的圈子化所带来的便是“回

声室”效应的加剧。谣言通过自媒体被迅速传递到使

用便携式媒介的大众，然后大众通过转发和点赞等行

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从而被更多人看到和谈

论，进而将舆论的力量进行量化，影响事件的走向。 

3. 非理性思考占据主流 

自启蒙运动起，理性主义的思潮就对社会的各个

方面影响深远，于是严谨的逻辑推理所得到的知识和

事实成为真相的唯一依据。不论是媒介还是文学作品，

都以传播知识、传递信息为己任。彼时的新闻媒介最

大的功用即是传播事实。后现代社会的到来，社会文

化形态由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由审美文化转向消

费文化，文化模式则由文本文化向视觉文化转化，其

核心都是非理性逐渐占据了社会的思想高地。于是知

识和囊括着知识的信息不再重要，对于感官的重视使

得大众远离了理性的思考，身体的地位得到显著抬升，

与之伴随的便是情感的重要性。在后现代社会中媒介

的发展使得大量的信息充斥大众的生活，于是信息的

获取因为稀松平常而变得不再重要，转而注重情感上

的“在场”需要。“这一个，这一刻”无论是快感、满

足还是同情、愤怒都因为无法重复的在场，成为被渴

求的独特事件[3](212)。在这些事件中，非理性取代理性

成为大众的主要思考方式。 

4. 大众媒介素养亟待提升 

“后真相”时代的到来集中凸显了媒体从业人员

和大众的媒介素养问题。“后真相”的难辨真伪、事实

滞后以及舆论导向大于事实真相都反映了媒介从业人

员的基本素质问题，即不能坚守媒体从业者的严谨求

真的职业态度。同样，媒介监管和审核不到位的弊端

也随之暴露出来，于是谣言滋生、影响视听。就大众

而言，过于相信媒介传播的内容，缺乏基本的判断力，

是“后真相”得以存在的现实条件。另外，“后真相”

刺激了大众的情感痛点，自媒体又为情感宣泄提供了

途径，导致网络暴力事件频发。因此提升大众媒介的

素养已迫在眉睫。“后真相”时代“重点不再是取得这

个世界的有关信息，而作为信息的世界之时，就顺利

地诞生了”[4](66)。“后真相”之所以发生，其根源还是    

媒介。 

 

二、“后真相”产生根源：作为 
制造者的媒介 

 

(一) 述行性媒介 

进入“后真相”时代的研究，首先要关注的是其

独特的媒介环境。与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大众媒介

不同，自媒体成为时下影响最为广泛的新型媒介。所

谓的自媒体是在社交媒体的基础上产生的。作为“后

真相”产生工具的媒介其实践和理论都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后真相”时代，媒介作为工具传递讯息，不仅

是信息的一部分，也是麦克卢汉所说的“人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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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了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性，进而成为了希利

斯·米勒所论的“制造者”。正是媒介的这种“制造者”

的身份，推动了“后真相”时代的到来。 

媒介是基于信息交流的需求而产生的，是交流的

渠道，具有载体性质。“媒介这个词，它的重点是中介

行为，这同它是一个操作设备分不开的。”[5](10)因此，

在传统的媒介理论中，媒介是一个工具，具有物质性

和工具性。然而，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理论改

变了这一认知。媒介即讯息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延

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

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

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6](18)。麦克卢

汉的理论拉近了技术与情感的关系，媒介由形式走向

了内容。以电视、电话、电子产品和互联网为代表的

媒介改变了人们的感知模式，延伸了人们的感知范围。

人们可以与千里之外的人见面、通话，甚至这种延伸

还塑造了一种新的感知。这种感知依存于媒介而存在，

并受到媒介的影响和控制。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因为

对人的组合与行为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是发挥着塑

造和控制的作用。”[6](19) 

希利斯·米勒则在麦克卢汉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

更进一步的理论，即媒介就是制造者。他认为：“你想

要通过一种或者两种媒介传递的信息的内容并不重

要。媒介自身就有效用，它是述行性的，在每一个情

况下用不同的方式来说出一些东西，使一些事情发生，

它是制造者。”[7](2)所谓的制造，是述行性(perfomative)

的。语言学家奥斯汀提出语言具有述行的功能，即用

言语来做事。米勒将这一观点进行阐发，他认为不仅

语言、文学和阅读具有述行的力量，图画甚至媒介自

身都拥有这样的功能。作为媒介它的述行功能便是让

事情发生，“无论它（指通过媒介传播的主体）说的是

什么内容，或通过一个指定媒体在指定时间传达，其

内容和效果都会受到所用媒介的影响。通过对信息的

大力支持，一个指定的媒介不是被动的传递信息，而

是通过它自己的方式，积极地改变了所说和所做的内

容”[7](22)。 

于是媒介不仅是一种工具或者客观的存在，而是

被赋予了使事情发生的力量。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宗教、精神和心理都分别成为各个历史阶段掌控、

引发和推动人的行为的力量，而在当下，拥有这种力

量的则是媒介，即我们所运用的诸如互联网之类的新

媒体和微博、微信之类的自媒体。德里达曾将新的电

子通信媒介和技术作为决定意识形态的物质材料，然

而不同的媒介传播是否能够从根本上产生新的文化这

一点尚待探讨，但是显然在新的媒介时代，媒介通过

参与和在场加速了“后真相”时代的到来。 

以“罗一笑事件”为例，《罗一笑，你站住》这篇

文章通过自媒体发布，经过阅读者的转发和评论，在

短时间内扩散至全国并获得大量的捐款。自媒体可以

直接行事，通过读者转发、评论和打赏，将阅读转化

为实践行为。如果这个故事以书本的形式刊出，人们

在阅读时会被打动，或许会有一段时间的感叹，但随

后便会抛下它进入自己的世界。如果通过新闻媒体的

报道，通过电视、互联网等传播，那么首先受众的范

围会受到影响，只会被一定地域、一定时间段看到该

节目或者新闻的人所了解。而如果经由媒体报道，那

么文章的相关内容包括医药费的数目、保险报销比例

和家庭实际情况等相关问题都会被核实，那么事实上

该事件根本就不会被播出。而通过自媒体这种依托便

携式设备的媒介进行传播，便省略了很多环节，加速

了整个事件的进程，扩大了其影响。不仅如此，后来

的反转新闻、辟谣和道歉等一系列事件也都是媒体述

行的结果。 

如果说以往的媒介只是对于人的感官的延伸，改

变了人的听觉、视觉和触觉的尺度，那么“后真相”

时代的媒介则将言语行为理论中“以言行事”的结果

公众化、群体化。无论是文字还是传统的电视媒介都

具有述行性特点，读者的行为会受到阅读或者电视播

放内容的影响，但是这样的述行是偶然性、个人性的。

阅读或者观赏同一个内容，有的人会因此改变自己的

行为，有的人却不会。另外，这样的述行影响也是间

接的，因为无法绝对确证行为的改变与此有关。而自

媒体的述行功能却不同，自媒体所拥有的转发、点赞、

评论等功能都是确证的述行功能。自媒体的每一个使

用者，不管是专业的媒体人还是普通大众都具有发布、

转发、点赞、评论或者打赏的权利。不论是转发还是

点赞，都表达了自身对于该内容的态度和关注，从而

推动了其传播和扩散。于是，才有了微博求助、朋友

圈事件的大热等现象，个人通过转发、评论等看似简

单的行为成为了媒介的推动者，也成为“后真相”的

“帮凶”。 

(二) 述行性情感 

情感不仅是“后真相”的核心，媒介的述行功能

同样具有产生情感的力量。情感的产生是很难界定的，

“激情的问题不仅仅是经常难以确定的被动与主动的

区分，而且是内/外对立的问题。或者从述事与述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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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之区别来看，所存在的问题是，是否激情的外在表

现——无论是通过词语或其他符号——只是述事性地

描述了已然存于内心的情感，还是那些外在表现述行

性地创造了内在激情”[8](194)。德里达在论述述行性的

情感时以“我爱你”这句话为例，详细区分了“我爱

你”这句话所包含的情感状态和情感发生过程。恋人

在说“我爱你”这句话时，到底是说话者先感受到了

爱情的感觉然后才说的“我爱你”，还是因为说出“我

爱你”这句包含情感的话语之后，感受到了恋爱的状

态，产生了爱情？德里达更倾向于后者，即语言产生

了激情，他倾向于语言表述所带来的述行力量。除了

德里达所说的激情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痛苦以及奥斯

汀的愤怒都是带有述行性力量的情感。“后真相”便利

用了话语的述行性，通过语言来表达信息发布者的愤

怒、痛苦等情绪，进而述行性地激发读者产生同样的

情感。 

述行性的情感前提之一是意图，“唤起有意识的意

图(conscious intention)的需要，使这种意图成为恰当的

述行话语之前提”[8](210)。“后真相”时代的每一个事

件都有着明显的意图。如果说以往的媒介意图只是传

播讯息，那么作为制造者的媒介在“后真相”时代中

的意图却远非传播讯息那么简单。发布假消息的意图

是受经济利益或者政治利益驱动，反转新闻以及辟谣

的意图则是正本清源、以正视听。无论是制造假新闻

还是试图还原真相，其意图都在于引导舆论走向，以

实现更深层次的目的。 

自媒体了解大众并善于制造情感。它们深谙“群

体不能被理性所影响，他们只能理解那些临时拼凑起

来的想法”的道理。因为“想要群众拥有信念，首先

必须完全理解那些令它们为之兴奋的情感，并且假装

自己也具有这样的情感，然后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通

过低俗的组合模式，用一些出众的暗示理念来改变它

们的观点，一点点地探索产生这种说法的情感”[9](78)。

“罗一笑事件”之所以能够得到大众的关注和信任，

其原因正在于作者能够很好地把握父母心系子女、为

子女不惜付出一切的心态，以及群众对于医疗保险制

度、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不满和不信任，使读者在阅

读文章时能够感同身受，进而将这种情感付之行动。 

述行性情感的另一前提则是社会文化和现代社交

媒体的碎片化及浅阅读特征。信息和数据被碎片化地

接收，于是严谨的逻辑关系不再重要。这与大数据时

代的特征相同，在大数据时代因果关系不再重要，取

而代之的是相关关系[10](51)。首先，这种碎片化体现在

信息本身的碎片化。自媒体的字数限制以及发布源的

模糊和无限制、发布的及时性都使得信息传播呈现碎

片化。使用者可以快速上传一段视频、一张图片而无

需对其进行调查和审核。其次，碎片化还体现在用户

使用过程中。自媒体以移动设备为载体，使用者的使

用时间和场所不固定，通常只是闲暇时匆匆一瞥之后

就转入其他事务中。因此，在面对本身就碎片化的信

息时，人们根本无暇进行逻辑上的推理和论证，而只

是凭感觉来进行判断，进而选择忽视、转发或是点赞。

因此，在整体碎片化的环境中，在无数的信息中，什

么才能够抓住人们的眼球？是严谨的事实报道，还是

贴近大众的情感？答案当然是情感。人们无暇去顾及

逻辑和深度，在几十秒甚至更短的阅读过程中能够留

下直观印象的唯有情感。同情、感动、愤怒、共鸣……

都成为媒介制造的重点，围绕着这样的感情，人们才

会不论地理位置和身份地位而牢固地站在一起，并依

此作出行动，推动事件的发展，这就是“后真相”得

以发生的根源。别有用心者或者无意者发布带有情感

导向的信息，该情感打动了网民，网民通过亲身参与

事件成为在场者，同时这样的在场也化为了行动，参

与到事件进程中。 

此外，“后真相”时代，媒介所制造的不仅仅是情

感，还促成了新的群体的产生。这样的群体“冲动、

易变和暴躁，易于接受暗示和轻信”[9](19)，于是一旦

操纵者诉诸情感和信念，则很容易成为大众群体中的

意见领袖，进而影响和操控群体的认识和判断。同时，

群众“不善于论证，却急于求成”[9](3)，选择性地忽视

因果关系，出于自己情感的本能而采取行动或者求得

结果。首先，相较于现实生活中个人的无力和渺小，

网络空间的匿名性给予了每个人发声的机会和能力，

因此，个人的自信得以增加。在这样的环境下，大众

易于接受暗示，也易于轻信。其次，由于群体的匿名

性，网络环境中的个人不必承担责任，脱离了现实生

活中的规则和责任感的束缚，更易于发泄自己的情感，

而这样的情感通常是暴躁的。“群体感情的暴躁，尤其

是在异质性群体里面，又会因为全部责任感的缺失而

得到加强。”[9]在这种复杂的情感中，个人极易找到精

神群体，并受到其中有倾向性的意见影响，进而增强

了群体的力量。通过观念和情感所建立起的群体远比

现实生活中的群体更为牢固，也更容易建立规则。 

于是作为制造者的媒介通过情感建立了新的规则

和尺度，这一尺度与现实生活中的行事方法截然不同。

这种规则真正实现了约翰·巴洛在《网络空间独立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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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一文中所说的，“我们正在建造的全球社会空间，

将自然独立于你们试图强加给我们的专制的约束。你

们没有道德上的权力来统治我们，你们也没有任何强

制措施令我们有真正的理由感到恐惧。你们所宣称的

许多问题并不存在。哪里确有冲突，哪里有不法行为，

我们会发现它们，并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我们

正在达成我们自己的社会契约”[11]。 

这激情洋溢的宣言在为“后真相”时代鸣锣开道

的同时，也同样是一种警示。显然，自媒体和群众易

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同时，“这种对所有意见的引导的

缺失，以及普遍信仰的破坏力，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

对所有的秩序都保持着极端分歧的信念，并且让群众

对于一切没有触及他们直接利益的事情，采取越来越

漠不关心的态度”[9](107)。面对这样的危机，我们不禁

要思考，“后真相”时代，作为制造者的媒介应该如何

面对？ 

 

三、“后真相”时代的媒介策略 
 

首先，增强大众的理性阅读能力。“后真相”时代

面对真伪难辨的信息，当务之急便是增强大众对于媒

介传播信息的理性阅读能力。第一，大众应消除固有

的媒介即真相的认知。尽管大众媒介中的广告效应已

经让部分人提高了警觉性，但是自媒体平台这种看似

与传统权威媒介相同的信息渠道却使人更加难以分辨

内容的真伪和目的，再加上“后真相”的情感策略和

圈子化的熟人效应，人们更易于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和

感觉到的。第二，面对碎片化的信息，大众应该理性

分析、慎重对待。虽然阅读时间短暂、信息碎片化严

重，但是更应该从逻辑的角度理性对待所接收到的信

息。围观的心态不可避免，但付诸行动还需慎重。第

三，掌握一定的阅读技巧。米勒提倡将修辞性阅读作

为时下的阅读策略，通过对隐喻等修辞手法的解读明

确文字背后的深意。 

其次，提升大众媒介素养。就自媒体从业人员来

说，应进行基本的业务素养的培训，增强自媒体从业

人员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坚守媒介从业人员的

道德操守，从客观的立场出发还原事实真相。就大众

而言，应理性看待媒介信息，在参与自媒体事件时反

复思考，增强社会道德责任意识，控制自己在社交媒

体和群体中的言行。 

再次，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杜绝“假新闻”。需要

进一步完善作为载体的自媒体的准入和监督制度。“后

真相”时代的情感比传统媒体所传播的新闻更容易制

造，既不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专业工作人员，也无需大

量的人力、物力进行调查求证。另外，自媒体的发布

者的身份没有限制，内容也不需要经过层层审核。除

非被举报，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场所进行发布，因此，

真相自然被这个快速、简易和鱼龙混杂的流程抛却在

外。随便一个看似有观点的内容便可成为意见领袖，

引导大众的观念走向。因此，“后真相”时代更应该建

立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和审查制度，定期清理不合格

的媒介发布者和平台，并加重惩罚手段，从源头上杜

绝“假新闻”和试图运用“后真相”事件谋利的行为。 

最后，建立信任体系，培养公众信任意识。信任

体系的建立需要发挥权威专业媒体的传统和智能。具

有专业媒体素养的新闻工作者和机构也应当进入自媒

体平台，及时发布权威新闻和评论，借助其长久以来

所树立的公信力来引导公众舆论的走向。“罗一笑事

件”发酵之后，很快便有传统权威媒体介入，实地调

查核实情况，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众，扭转了事件的走

向。自媒体作为制造者实现了不分地域的信息即时共

享，这是媒介发展的重大进步。“后真相”并不等同于

无真相或者假真相，因此“后真相”不全是假新闻，

“后真相”里有部分真相，只不过不是全部的真相。

因此，需要有人来进行辨伪存真。 

媒介作为制造者，制造出了以情感为核心的“后

真相”。“后真相”时代不仅仅是政治领域需要面对 

的新的政治生态，也为文艺传播和媒介的研究提供了

新的挑战。如何应对“后真相”时代，无论从理论层

面还是实践层面而言，都是任重而道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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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ch characteristics of post-truth as appealing to emotions but ignoring the objective facts bring about 

changes of the media function. In post-truth era, online trust has been alienated and it is difficult to tell the authenticity 

of media information. So media and the society are facing lots of crises and challenges. The media as the maker is 

perfomative, whose core job is making emotions. The media also constructs new scale, forming new mass consuming 

group and opening the era of post-truth.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emotional inflation and the crisis of the truth, we need 

to adopt new media strategies, including enhancing the rational reading ability of the public, improve the media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boost the mass media literacy, and establish a new trus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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